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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县域乡绅群体的重构 

——以浙江省奉化为例的考察 

成梦溪
1
 

【摘 要】：在近代中国由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中，地方乡绅也面临着群体的更新与迭代。相较于政权的更迭，

社会秩序的重建要迟缓得多。以新学与国民革命为契机，近代乡绅群体出现重构。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办、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造就了庞大的新乡绅群体。奉化县的个案表明，新乡绅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旧乡绅的退场。新旧乡

绅群体内部不断对立、分离与重组，构成了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图景。 

【关键词】：县域 乡绅 社会流通 革命 

近代以来乡绅群体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始终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清末废除科举对于社会流动、乡绅群体

的变化极为关键。其后，随着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及下层乡绅的衰亡，“权力真空”由“土豪劣绅”填充，形成了基层政权劣

化的趋势。(1)近年来，各地契约文书、日记文集等史料得到进一步发掘和使用，这为我们梳理近代以来地方权力结构变化以及理

解乡绅群体的社会角色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释读空间。有学者对清代江南地区的进士群体考察发现，明清江南地区的士绅地主城

镇化，使得城乡差距扩大，科举对于清代尤其是清中期以后的江南乡村社会流动已几近全无助益。因此，废科举并未出现所谓

的上升性流动断裂的困境，而是代以新式教育，为乡村流动提供了契机。(2)确实，废科举、兴新学对于江南地区而言机遇远超越

冲击。基于此，在新的流动展开之后，县域社会中的乡绅群体如何分化重组，如何因应社会秩序的重构等，依然是值得探讨的

问题。本文即以浙江省奉化县为个案，对此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乡绅群体的更新与新乡绅的登场 

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多以孔孟之道为业，进而参加科举以图跻身朝堂。科举制在成为晋阶之梯的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重要

通道。在浙江省奉化县，情况亦大体如此。一个家族一旦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即会令后代就学，参与功名的角逐。家庭的兴衰

交替也相当迅速，通常在二三代之内会产生一次循环。 

据笔者所见材料而言，近代奉化地方精英的家族沉浮通常沿着贫穷—从事农商等业—家境富裕—获得功名的路径循环往复。

例如，奉化城内的严氏家族以医业起家，家境富裕，经过一世、二世的经营和培养，三世考得进士，成为上层士绅。然权势和

地位并未能保持更久，至五世时因家道中落，转而经营商业。五世经营商业又积累起一定财富后，其子六世便接续祖辈的学业，

成为教谕。尽管获得了下层士绅的身份，但六世、七世均未能跻身上层士绅，失去了扩大家族资本的机会，家境又趋于普通。

不过，严氏家族始终未曾放弃诗书传家的传统，历代家主均以读书为爱好，至少都获得生员的身份。在清末兴学中，严氏家族

十七世严翼鋆与其子严圣浩两人均为县内兴学的重要人物，并主持地方自治事务。(3)基于这般积极而广泛地参与教育及自治事务，

直至民国年间，严氏家族始终位列乡绅阶层。 

清末科举制废除，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骤变，传统的“四民”社会趋向瓦解。但废科举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在不同地区有不

同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科举制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社会流动，那些无功名在身的读书人、武人乃至商人，都有机会

顺势而起，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定的特权、地位、名望与身份，迈入乡绅的行列。特别是“新学”的兴办，成为“新乡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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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生产管道”。 

废科举后，清政府在各县设置劝学所和教育会，欲借“绅力”发展地方学务。而奉化地方乡绅亦积极参与兴办“新学”。

乡绅江迥、严翼鋆主动配合官方将锦溪书院改办为龙津学堂。龙津学堂的改设并非仅仅停留于名称，他们设立了全新课程，组

建了新式教师队伍(包括一名日本籍教师)。有地方精英领衔推进，新学很快就推行开来，在奉化县下辖各村，乡绅们纷纷将原

有家塾私塾改设新式学堂，或集资新办新式学堂。 

表 1 1922年县议会议员履历表 

姓名 字 年龄 籍贯 学历 简历 

议长 

庄景仲 
崧甫 63 东忠义区曹村 前清廪贡生 

曾任龙津中学舍监、忠义乡董、乡议会议长、林牧公司

经理、浙江财政部长、军政府参议、盐政局局长、南通

农产品评会副会长、余杭县农会会长、浙江参议会议员

等、一届浙江省议会议员、浙江省宪法会议员&奉化放赈

主任,又创办杭北林牧公司、安北造林场，得七等嘉禾章。 

副议长 

邬友栋 
子松 51 金溪区西坞村 前清廪贡生 

曾任日本长崎时中两等小学教员、浙江第四中学舍监兼

教员、鄞县文山国民高小学校校长、第一届县议会副议

长。 

刘蕙 芾庄 63 禽孝区北街村 不详 
曾任禽孝区乡董、乡议会副议长、本县总务科副长、本

县第一届县议会议员、禽孝自治委员。 

汪子祥 瑞卿 54 长寿区塘湾村 前清廪贡生 
曾充本区泉口高小校长、本县锦溪高小教员、作新女子

高小教员、本区自治会议员、本区学务委员。 

葛荫元 亦庭 51 金溪区泰桥村 前清拔贡生 

曾任龙津中学教员、慈溪锦堂农业中学教员、县东高小

校长、浙江盐政局一等文牍科员、海塘工程局文牍员、

金溪区自治委员。 

王彬麒 叔瑾 47 里连山箭岭下村 前清附生 曾任本县自治研究所所长、绍县初级审批厅推事 0 

张孔彰 松僧 45 进化区长汀村 前清廪贡生 

上海龙门师范毕业，新会稽道地方自治讲习所毕业。曾

任小学教员十年，区教育会会长、统计处编纂、督销局

佐理、区教育联合会会长。 

赵善 从之 45 剡源区三石村 前清附生 
历任本省温岭县第一科员、峡县第三科长、仙居县禁烟

委员、山东黄县民政科员、泗水县民政科长。 

袁德盛 文卿 41 禽孝区慈林村 四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 
原任本区教育会长、本县劝学所长，广东英德县承审员

兼第一科长，并代理知事。 

宋汉生 益齐 37 松林区冷西村  曾任冷西校董五年。 

王师旦 友祥 34 松林区龚原村 

浙四中学毕业，转入北

京法政专门学校，南京

金陵大学修业 

曾充松林高小教员、松林区教育会长、奉化白溪市农会

长、县教育会副会长。 

陈祥辉 南章 34 城区 宁波法政学堂别科毕业 历任本省民政司课员、杭县绍兴法官。 

胡廷玉 一卿 33 剡源区住岭村 宁波法政学堂别科毕业  

袁一祥 小庄 31 外连山区棠岙村 四明法政学堂毕业 曾任本区学务委员,浙江民政司收发科员。 

李允谦 云溪 29 长寿区横里埭 浙四中学毕业 曾任小学教员七年 

吴瑞庚 子培 27 西忠义区吴家埠 浙四中学修业  

王大波 凤宾 27 长寿区王溆浦  曾任本村溆东学校校董、方桥鄞奉公益医院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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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奉化》，1923年 7月 1日。 

在新的体制下，教育与“功名”之间失去了天然的通道。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自谋出路。从奉化的个案来

看，他们构成了教师群体的中坚力量，这也是“新乡绅”的主体。据 1917年奉化县教育会的调查，小学教师之中，新式学校毕

业者（包括师范生），占比为 66%，远超私塾教育出身群体。(4)至 1935年时，奉化县对师资情况再次统计，初等教育的教师中，

已有 97%为新式学校毕业。(5)由于人数众多、文化程度较高，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地方上自然形成了极为活跃的知识青年群体。

他们积极组织团体，从研讨教育、开办杂志出发，及至参与到地方政治事务或公共事务之中。在 1922年恢复的奉化县议会议员

名单中，明确为新式学堂毕业生的议员为 7人，占总数的四成以上。详见表 1。 

尽管教育与“功名”之间的直接通道已隔绝，但“教育”却是新乡绅成长的一个重要场域。从职业来看，在 1922 年 17 名

县议会议员中，有 11人的履历与教育行业相关，占总数的六成以上。其中，45岁（不含）以下议员 9人，明确与教育行业相关

的有 6人，接近总数的七成。 

晚清以降，奉化县域内出现的新式乡绅，尽管与旧式乡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大多

接受或者从事新式教育，积极投身公共事务，在政治立场上更为激进，且多采取集体行动。这些群体特征在民国奉化一系列政

治事态中得到充分表达。 

二、组织化的新式乡绅 

与旧乡绅相比，新乡绅似乎更善于利用“结社”的权利。(6)当然，这一点也是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在政治参与领域的

一种表达。 

1920年，奉化县立初中教师王仲隅、王任叔(7)、胡行之(8)、严竹书(9)等知识青年发起组建名为“剡社”的文化团体。受当时

新青年文化思潮的启发，奉化的知识青年希望创造一个“新的适应的社会”(10)，建设“新奉化”。 

剡社是一个文化组织，同时又富含着政治参与的内容。胡行之回忆道：“任教之余，集合同志，组织剡社，朝乾夕惕，以

铲除贪污、抨击土劣为鹄的。仲隅、竹书均为吾党之健者，而仲隅慷慨豪爽，叱咤呜咽。每遇开会演说之际，不畏权贵，一发

言四座立惊，群报以掌声。此情此景，隔二十年而犹在目前也。”(11)1925 年前后，剡社发展到极盛时期，成员达到 124 人。借

助剡社这一平台，年少气盛的奉化青年得以聚集起来，探讨公共议题，致力于改造奉化。 

随着“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同时进入奉化，剡社作为知识青年的团体则成了孕育革命

的温床。胡行之、王仲隅、王任叔、庄公闾等剡社主要负责人直接加入了国民党，在庄崧甫的领导下于 1924年组建了国民党奉

化县第一区分部（临时县党部）。奉化县党部的负责人为胡行之，常务委员有王仲隅、庄公闾、卓子英，与剡社负责人高度重合。

1925年 10月剡社进行改组，即与国民党党务相关，剡社成员三十余人中一半以上加入了国民党。(12)在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成立后，

王仲隅、王任叔和卓子英等人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共产党。王任叔曾回忆道：“我在松林学校时，接宁波谢传茂来信，

报告宁波已公开成立国民党分部，其中张葆麟为出面负责人。而国民党内部也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由谢负责。前面我们所谈的

事，仍继续，希望我加入共产党，同时也参加国民党，我去信答应。”(13)加入共产党后，他们分别在广州、宁波、奉化等地开

展革命活动。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迅速组织活动展开斗争，如发电声援、组织宣讲等。经过与五卅相关的

种种运动，普通民众对于革命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国民党组织和共产党组织得以在民间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学生和青

年运动蓬勃发展之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亦开始了突飞猛进的扩展进程。仅奉化一县，便发生了进化区农民捣毁教堂、没收

寺产，忠义乡农民平粜地主谷米、占据关卡并驱逐贪官，奉化和鄞县的农民、渔民一起打击盐警公所和税官等多种形式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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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且均获得成功。1926 年，共产党员卓恺泽、卓兰芳、竺清旦、竺一平、竺扬、毛坤一等人在各自村庄组织农民协会。在

农协的组织下，农民们建立了农民武装，斗土豪、反抗盐税以及砸菩萨，斗争得热火朝天。 

自清末以来，新乡绅逐步成长并开始登上地方政治的舞台。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新乡绅群体开始走向政党化，并且在地

方政治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新乡绅的登场并不意味着旧乡绅的退场。在奉化，新旧乡绅时而合作无间、时而

针锋相对。与此同时，新旧乡绅群体内部也不断对立、分离与重组，构成了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图景。 

三、旧乡绅的固守 

步入 20世纪，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的时代。这种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社会秩

序的重建。这种重建在基层社会显得尤为漫长和复杂，新旧势力竞相登场而又盘根错节。 

1922 年，奉化县议会重新设立，议长一职的角逐充分展现了地方精英不同派别间的斗争。奉化县域内的旧乡绅分裂成保守

派和开明派。保守派以前议会议长（1912 年县议会）戴乾(14)为首，县高小校原校长、省议会议员周钧棠（举人）是其中的核心

人物，还有俞飞鹏、朱守梅、陈祥辉等。他们组建了名为“法治协会”
(15)
的社会团体，试图以此争夺县议会议席以及议长一职。

开明派则以崇尚新秩序的革命元老庄崧甫(16)为主要代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新乡绅大都向开明派靠拢，与法治协会争夺议席

和议长职位。 

相较而言，知识青年的舆论造势能力优于保守派，庄崧甫就任县议会议长的呼声甚高，法治协会几乎没有运作空间。不过，

恰好在议会成立前夕，庄崧甫一度重病，法治协会众人便造谣庄崧甫去世，使得城内人心动摇，“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

员，纷纷倒向戴南村一方”。
(17)
但是，谎言很快就被戳穿了。十日之内，人们便知道庄崧甫仍健在而无恙。于是拥戴庄崧甫的

浪潮又一次出现。戴乾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遂产生了退让之意。(18) 

最后，县议会召开，“议会揭幕之日，庄崧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并且发表了演说”(19)，获得了过半选票，当选为县议会

议长。此次县议会议长职位之争，庄崧甫虽成功当选，但旧乡绅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分裂、旧乡绅与新乡绅之间的隔阂，就

此埋下伏笔。 

地方自治恢复不久，议长庄崧甫主导下的县议会就县高小校设立校董案、培本蒙养园迁附作新女校案等多项议案与县知事、

县参事会产生尖锐的矛盾。(20)随着事态逐渐发展，奉化县内各群体的分化加剧。知识青年们和县议会众人意识到不应只关注县

知事和县参事会，事态的演变与县内部分旧乡绅也密切相关，他们被知识青年们贬称为“劣绅”。被认为是“劣绅”、站在县

议会反方的，以县高等小学校长卢国英、蒙养园园长兼县视学凌景棠、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为代表。 

就议案本身而言，双方事实上各有理据，各执一词。然而，此时众人从议案出发，所争却不止于议案本身。究其根本，旧

乡绅保守派与旧乡绅开明派、新乡绅是在经由地方自治事务而争取地方政治主导权。经过数次争端后，县域内形成了两个阵营： 

县议会一方，以旧乡绅开明派为主，有县议会议长庄崧甫，县教育会副会长、县议员王师旦，县区教育会联合会正副会长

张孔彰、胡颖之，还有民众中拥护自治的代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构成，分为“学界”“商界”“学生界”“剡社”，学界为

卓子英、孙桐源，商界为沈宗尧，学生界为王可权、周贻协，剡社为张乐尧、王仲隅、张昭绥、王任叔等。
(21)
 

县参事会一方，则为旧乡绅保守派的典型团体，有县知事袁思古，再有前议会议长戴乾，县高小校原校长、县议会议员、

省议会议员周钧棠，县议会议员陈祥辉等法治协会成员，另有县视学、蒙养园园长凌景棠，县高小校校长卢国英，县教育会会

长俞国光，以及部分追随俞国光的县教育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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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暂时无法驱逐县知事袁思古和县视学凌景棠，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成为了众矢之的。1922 年 10 月 22 日，由县教育会

副会长王师旦召集各团体在八乡会馆召开会议，重新选举，罢免会长俞国光。他们推举张孔彰、严竹书、周孝成、王士毅为代

表前往县公署备案，推选王师旦、董世明、王世充、庄世楣、李九谦、王禄蒙、戴绍鉴为审查员，办理接收审查入会会员资格

手续及前任账目问题。县教育会开会期间，俞国光为避免意外而拒不参与。他选择与王师旦等人到县署谈判，由孙表卿、汪成

教等不参与县议会的旧乡绅作为中立方居中调解。 

最后，事件得以协调解决。相较之下，旧乡绅开明派和知识青年所主持的县议会获得了较大成果。在孙表卿等中立乡绅以

及李忻齐(22)的调停之下，县知事允许县议会议案重新执行，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在一月之内辞职，县知事袁思古于 1923年 4月

被省府调离奉化（县视学凌景棠暂时没有被撤销职务）。从另一方面而言，此次事件可看作是政党在奉化地方上的第一次试水运

动。这是奉化青年组织剡社首次集体参与政治性运动，并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宣传推动作用。参与此次运动的卓子英、胡颖

之、严竹书、王仲隅、王任叔等人，后来均参与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奉化县第一区分部（1924年成立）。 

至此，新旧乡绅的较量还远未结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群众运动，新乡绅中激进派的活动越来越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攻击性，

这愈发引起了以“法治协会”为代表的旧乡绅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即以反赤化的名义进行攻击。(23) 

眼见北伐军距奉化越来越近，县知事与保守派愈加抱团对抗所谓的“赤化”。剡社和《新奉化》于 1926年 6月被县知事沈

秉诚查封。官方认为剡社“赤化”，必须停止办理，严加勘察。县政府列出赤化分子的名单，肆意拆阅私人信件，并控诉、拘

捕相关人员，在奉化县城内张贴禁止《新奉化》的字报。严竹书、王仲隅等剡社骨干均曾受到县署的警告，王任叔更是被控诉

“公然侮辱罪”。(24)就连相对温和的张泰荣(25)，尽管其行动思想并不激进，然因是剡社成员，又与王任叔等剡社人士交往频繁，

信件遭到县署检查员强行拆阅并没收。张泰荣气愤至极，与检查员理论，被威胁将以“赤化嫌疑犯”的罪名控告之并关入司法

房。直到请相关人士保证并写检查之后，他才得以脱身。
(26)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新旧乡绅间的分野愈发明显。奉化县域所上演的种种斗争表明，“新”“旧”之别并非只是权威

类型的新旧，更多的是政治理念的新旧。然而吊诡的是，看似水火不容的新旧乡绅，却在不久发生的驱逐县知事一事上进行了

合作，共同完成了政权的更迭。不过，随着时局的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很快就宣告破裂。 

四、新旧乡绅的短暂合作与决裂 

北洋政府在奉化县的最后一任县知事为沈秉诚。其人为官昏庸、贪污受贿，且吸食鸦片。在“大革命”的关键时机，维持

旧有政权本就不易，沈秉诚的行事风格更是增加了他和旧政权倒台的几率。 

至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剑指江浙，奉化县内民心浮动、动荡不安。民间团体、自治机构犬牙交错，加上政党的悄然出现，

局势更为复杂。沈秉诚所能够依仗的孙传芳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国民政府的势力开始布局，国民党分部已经在奉化县内打下了

广阔的群众基础，县议会、剡社、教育会等重要地方组织均有国民党成员。然而，情况已如此危急，沈秉诚却一如往常地无所

作为，甚至贿赂、侵吞地方公债款(27)，不断触及地方社会各团体的利益底线。 

如此一来，沈秉诚不仅触怒了旧乡绅开明派和新乡绅，连保守派都离他而去。1926 年 12 月 25 日，国民党奉化县党部正式

成立，国民党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开始在县域活动。地方保守派，如“法治协会”的戴乾等人，此时在驱逐县知事的问题上选择

与国民党员协商合作，将之视为一股重要的新兴力量。1926年 12月 29日，以庄崧甫为首的县议会及国民党部决定驱逐沈秉诚，

保守派精英戴乾表示了赞同。(28) 

沈秉诚提前得知了消息，潜逃离开了县署。县党部诸人分派任务到各处堵截，如张泰荣就被分派到县南门处监守，直到半

夜 2点才回家就寝。第二天，即 1927年 1月 1日，县党部组织协调召开国民大会。有人报知，谓看到沈秉诚从县北门出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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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人蜂拥前去追捕，将沈秉诚扭送回来。一路上，沈秉诚惧怕不已，频频求饶，仍是没能躲过拳脚。张泰荣当时就在现场，

既忍不住怜悯他，又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原夫为官之道，因当廉洁自誓，困劳自勉，持之以公正，待人以谦敬，尚何有今日

哉？此可为沈氏反覆自悔者也。”
(29)
 

县知事沈秉诚被驱逐后，1927 年 2 月，北洋政府治下的旧奉化县政权瓦解。县署一时空置，地方混乱，暂时由孙乃泰军队

（一师独立团）以及乡绅李师唐所组织的地方民团前来维持县城秩序。不久之前刚因反对沈秉诚而短暂联合的地方势力，此时

再度分裂。 

保守派势力乘政权空悬之时，结党占据县城，抢先以同盟会名义组织一党部，称庄崧甫等人所在县党部为反动势力。戴乾

一度成为代理县知事（任期不到一个月），其所率“劣绅污吏”“反动分子”
(30)
则时不时引发两个“县党部”之间的对峙。不过，

动乱情形并未持续多久。开明派所主持的县党部与国民政府治下的浙江省政府很快就取得了统一，受令在混乱中成立新的地方

政府。1927 年 5 月，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奉化县政府即告成立，知事改为县长。庄崧甫等所组成的县党部验明正身，正式加入地

方政治舞台。 

新乡绅与旧乡绅开明派合作从保守派手中拿回了地方政权，然而此时，基于理念和信仰的差异，新乡绅群体中出现了温和

派与激进派的分裂态势。他们对于革命和政党的理解不同，所走道路也愈发分离。新乡绅温和派与旧乡绅开明派掌握了地方权

力，新乡绅激进派开始了更为坎坷的新斗争。 

对新乡绅激进派而言，前路十分艰难。时隔不久，国民党即展开“清党”。1927 年 6 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特务处长

杨虎、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陈群被派往宁波主持“清党”事宜。在此后的数年间，奉化县的中共组织遭到了毁灭

性的打击，县委机关屡建屡破，包括董子兴、竺时英在内的一大批干部被杀害。即便是王仲隅、庄公闾这样的国民党左派，由

于平日参与共产党活动较多，亦被当局视为“赤色分子”遭到抓捕。国共双方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决裂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进程，而在奉化，这种决裂又增添了新旧乡绅日趋对立的色彩。 

五、结语 

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更新与迭代是近代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议题。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普及，买办、商

人、军人等职业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以及政党力量在地方的“生长”，乡绅的“产生”途径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式乡绅开始登

场。这些成长于近代民族危亡下的新乡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普遍高涨、改造家乡乃至刷新国家似乎成为了他们天然的使命。相较

于旧乡绅，新乡绅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而这也成为了 20世纪 20年代以降地方政治力量“党化”的前奏。 

从奉化的个案来看，新乡绅与旧乡绅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新旧乡绅在地方事务中的合作与疏离构成了

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图景。当国民党当局“清党”之际，旧乡绅中的开明派仍不顾政治立场的迥异而全力营救已成为激进派的

剡社青年们。显然，新旧乡绅间的疏离并没有因政党间的水火不容而成为鸿沟。国家层面的政治格局并未完全传导至基层社会，

私情与乡谊要比政治更能成为他们行事的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新旧乡绅更新的过程要远比我们想象中漫长得多。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仍有旧乡绅活跃在地方政治舞台

上。在近代奉化历史上，每每政权更迭、权力真空之际，总有旧乡绅组织的团练武装出面维持地方秩序。1927年如此，1949年

亦如是。只不过，1949 年时，地方团练防范的对象是活跃于山中的中共游击队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乡绅的社会韧性，他

们的退场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加以推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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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载周积明、宋德金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版；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

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2李发根：《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 4期。 

3严翼鋆（1851-1913），幼年就读锦溪书院，参与岁试，不中，仅得恩贡而止，为清光绪庚寅科恩贡。宣统朝被举孝廉方正，

曾在家设帐授徒。历任武康丽水教谕、龙津学堂学监、教育会长、劝学所长、自治研究所所长、乡自治议长、自治联合会会长

及县志协修、奉化县第一任教育科长。其子严圣浩（1871-1937），幼年读家塾，出家塾后从江迥先生学习，由廪膳生充庚戌科

恩贡。倡办文聚两等小学，曾任松林高小校长、锦溪高等小学校校长、县立初中校长。 

4《奉化县教育会报告书》，奉化县教育会 1917年印行。 

5奉化县政府纂修《民国奉化新志》，1939年版。 

6新乡绅初登政治舞台，权威、力量有限，往往通过结社、抱团向老乡绅展示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随着近代资源的重新

配置，地方团体逐渐“党化”，得以动员更多群众，并因此获得了领导中国政治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相关内容参见沈洁《1920

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以奉化〈张泰荣日记〉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6年第 6期。 

7王仲隅、王任叔为亲兄弟，另有长兄王士英。长兄王士英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后因父亲过世而回乡就业。次兄王仲隅就

读小学后，因父亲过世、家境陷窘而直接投身商业。资金稍显宽裕后，王仲隅决定弃商就学。20余岁方就读浙江第四师范学校，

毕业后任教于奉化县立初中。参与组建剡社、连山会馆、镇亨小学等地方事务，亦为奉化县国民党组织重要成员之一，1931 年

因病去世。王任叔最幼，得二位兄长扶持，8 岁入小学、14 岁考入浙江第四师范学校，1920 年毕业回奉化执教。擅长写作，于

1922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刊》发表受到文化界关注。参与组建剡社、奉化县国

民党组织、共产党组织等地方事务及政党事务，曾任中学教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等职。 

8胡行之，原名胡颖之，学名钟秀。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参与组织剡社并主编《新奉化》，1924年任奉化县立

初中教务主任，并加入国民党任县党部执行委员。1925年自费至日本留学，1926年回国。先后任上海新学会社编辑、上虞春晖

中学教师、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1938年后供职浙江地方银行、中国农民银行，1956年后进入上海七宝农业中学任教师。 

9严竹书，严氏家族第十九世，严翼鋆之孙、严圣浩之子，曾留学日本，1920年回国。参与剡社、奉化孤儿院等地方事务，

曾于黄埔军校、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各处供职，亦曾任中央日报编辑、奉化文献主编。 

10周代殷：《剡社的责任》，《新奉化》1923年 7月 1日。 

11胡行之：《王仲隅君传》，严竹书辑《奉化文献四集》，奉化文献编辑处 1949年刊行。 

12《社员来鸿》，《新奉化》1926年 4月 1日。 

13王任叔：《忆宁波建党初期》，《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3页。 

14戴乾，一名戴南村，奉化城内人，副贡生，新昌教谕，民国初第一届奉化县议会议长（1912),1927年 2月曾代理奉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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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 

15参见毛翼虎《庄崧甫的一生》，《宁波文史资料》（第四辑），宁波日报社 1986年版；王任叔《自传》，载宋应离、袁喜生、

刘小敏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 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48～62页。 

16庄崧甫（1860-1940），简历详见前表。 

17(19)巴人（王任叔）：《旅广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4页。 

18《自治声中之近讯》，《时事公报》1922年 4月 13日；《奉化县议会之近讯》，《时事公报》1922年 4月 29日。 

19 设立校董一案缘于县议会拟在县高小校设立校董以分割校长的财权，并试图参与对校长的任命。县参事会以该项议案有

违现行法规予以反对。蒙养园迁址一案缘于县议会拟将蒙养园与作新女校合并，县知事以蒙养园是私产不容更动加以反对。县

议会遂向外界寻求帮助，一方面向省政府申诉，另一方面将纠纷登载至报刊并告知相关团体（如道省两县联合会、奉化县旅镇

海的教育学界团体、奉化旅甬士绅团体等），使得奉化县自治问题如浪潮般席卷县内外地区，甚至在宁波及省会杭州内外都掀起

了风波，时称剡川风潮。 

20《拥护自治之声援》，《时事公报》1922年 10月 22日。 

21李忻齐在清末时期曾担任巡防营管带一职，在奉化地方上颇有势力。 

22(24)王任叔：《自传》，载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 5辑，第 56、57页。 

23 张泰荣（1902-1978），奉化人，曾任奉化蓬麓小学教师、奉化孤儿院募捐主任、代理院长、奉化赈济会委员、财务会委

员、抗卫会委员、县参议员、县公款公产委员会委员、县复兴委员会委员、县救济事业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等职。 

24(28)(29)张泰荣：《张泰荣日记》卷一，宁波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72～273、285、286页。 

25奉化县知事沈秉诚于 1927年离任，任内遗留纠纷不断。奉化县商会曾向沈秉诚追缴欠款未得，向县府及浙江省财政厅申

诉。1928年财政厅厅长陈其采发文至沈秉诚家乡吴兴县，令吴兴县县长向其家属追缴。该项纠纷一直拖到 1932年，公文称沈秉

诚“除已交外尚短欠银六千元”。参见《浙江财政月刊》1928年第 4期、《浙江省政府公报》1928年第 279期、《浙江省政府公

报》1932年第 1629期。 

26该语为张泰荣用于形容反对派的词语。 


